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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与社会史

———以露易丝·蒂利为例

林 漫

【提要】 露易丝·蒂利是美国当代著名女性主义社会史家。20 世纪 70 年代，她与琼·斯科特
一道开展欧洲家庭史研究，挑战社会史学派的男性视角，开创了以“家庭策略”分析为特色的家庭史
研究路径。其研究成果围绕着欧洲妇女在工业革命前后的经济角色转变来展开，揭示了妇女在家庭
经济与社会经济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为当时的社会史研究增添了女性主义视角。此后，斯科特转
向后结构主义的性别史研究，蒂利则继续深耕和完善家庭史领域。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
蒂利越来越频繁地扮演社会史的“守护者”角色，批判历史学界新兴的认识论激进化倾向，努力捍卫
历史学的实证根基。
【关键词】 露易丝·蒂利 女性主义 家庭史 社会史危机

1973 年，历史学家爱德华·肖特在《美国历史评论》发表有关工业革命与女性生育率的文章，
称 19 世纪欧洲工业城市非婚生育现象的增加，表明进城务工的妇女实现了“性解放”。① 肖特运用
数据统计方法，绘制出欧洲女性生育率从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曲线图。曲线图中出
现两条平行的抛物线，一条表示欧洲女性的非婚生育率，另一条表示婚内生育率。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开始，欧洲女性的婚生率和非婚生率都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又以 20—24 岁年龄段的女性表
现最为明显。而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所有欧洲国家各年龄段的女性在婚生率和非婚生率方
面均显著下降了。肖特因而得出结论: 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年轻女性进入雇佣劳动市场，推动了女
性的性解放。他继而解释: 雇佣劳动让她们得以从父权的桎梏和丈夫的权威之中解放出来，越来
越多的女性具备了独立自主的个人意识，视自己为自身情绪和身体的主人，享受浪漫的爱情，在性

生活方面变得活跃。在缺乏有效避孕措施的条件下，年轻的大众阶级女性在性生活上的活跃导致
了非婚生率的上升，而由于越来越多的女性在举办婚礼之前已经怀孕，进一步提高了婚内生

育率。②

然而，上述看似完美的解释，却遭到几位女性主义社会史家的坚决反对。当时任教于密歇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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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肖特的原话是“女性解放”( female emancipation) ，但他认为性解放是“女性解放”合乎逻辑的结果。由于他全文主要围绕着女性
的性行为模式来进行讨论，因此，本文将其概括为“性解放”。
Edward Shorter，“Female Emancipation，Birth Control，and Fertility in European Hist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Ｒeview，Vol. 78，
No. 3，1973，pp. 612 －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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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妇女史家露易丝·蒂利①( 1930—2018 年) 说:“我实在是不理解，他如何能够
想象得出工人阶级妇女跑去纵情声色，是一种符合自身利益的理性行为? 更何况还要受困于私生

子?”②忆及当年那场热烈的争论，琼·斯科特仍然表示，肖特的结论“激怒”了她与露易丝·蒂利。③

本文以美国史家露易丝·蒂利为中心，考察女性主义视角如何参与和塑造了美国社会史，并随
社会史的相对衰落而产生新的变化。第一部分考察以露易丝·蒂利和琼·斯科特为代表的女性史
家如何挑战美国社会史学派之中的男性观点，突出女性主义的史学意识。第二部分介绍露易丝·蒂
利以“家庭策略”( family strategies) 为中心的家庭史研究，分析其得失。第三、四部分将女性主义社会
史对接到 20 世纪 60—90 年代美国史学发展的主要潮流中，以“社会史危机”为线索，聚焦露易丝·
蒂利如何捍卫妇女史研究的社会史方法，梳理女性主义社会史在度过“危机”之后的新变化与新
发展。

一、非婚生率的提高是否意味着“性解放”?

从女性视角看，肖特文章的结论令人难以接受。即使在现代社会，未婚生子对很多女性来说，也
是一个充满风险的举动。在缺乏原生家庭、婚姻或社会制度保障的条件下，怀孕生子往往会让年轻
女性变得脆弱，有些妇女甚至会因此陷入困境。更何况，肖特所讨论的对象是比现代女性更加缺乏
社会保障的 19 世纪大众阶级妇女。因此，纵使存在非婚生育率的提高，也不可能是一种个体的理性
抉择。“性解放”这一概念，与其说是 19 世纪大众阶级妇女的自主追求，不如说是当代美国的社会价
值在历史研究对象身上的投射。蒂利和斯科特坚持认为: “雇佣劳动对 20 世纪的一部分妇女来说，
是解放的同义词，但并非对所有妇女均是如此。”④

从学术规范的角度看，肖特所用的材料也不足为证。他的确在文章里声明他所提出的观点主
要来源于推理，而非硬核的证据。⑤ 他希望自己的观点能起到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吸引更多的学
者来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在此之前，蒂利和斯科特各自完成了研究意大利和法国工人阶级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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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露易丝·蒂利是美国著名女性主义社会史家，主攻劳工史、妇女史和家庭史研究，曾执教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密歇根大学，
1993 年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露易丝·蒂利与其夫查尔斯·蒂利( 1929—2008 年) 均为美国社会科学史协会( 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 的创始人。露易丝·蒂利的代表作和编著有: Louise A. Tilly ＆ Joan W. Scott，Women，Work and Family，Holt，
Ｒinehart and Winston，1978; Vivian Patraka ＆ Louise A. Tilly，Feminist Ｒe-visions: What Has Been and Might Be，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3; Louise A. Tilly ＆ Patricia Gurin，eds. ，Women，Politics，and Change，Ｒ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2; John
Gillis ＆ Louise A. Tilly，The European Experience of Declining Fertility，1850 － 1970 : The Quiet Ｒevolution，Blackwell，1992; Louise
A. Tilly，Politics and Class in Milan，1881 － 1901，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Charles Tilly，Louise A. Tilly ＆ Ｒichard Tilly，The
Ｒebellious Century，1830 － 193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Charles Tilly ＆ Louise A. Tilly，eds. ，Class Conflict and Collective
Action，Sage，1982。
Joan W. Scott，“Writing Women，Work，and Family: The Tilly-Scott Collaboration”，Social Science History，Vol. 38，No. 1 － 2，2014，
p. 116. 露易丝·蒂利对其研究对象有三种称呼: 大众阶级、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涉及薪资劳动者时，蒂利多称之为“无产阶
级”; 而在考察工人以阶级为基础的集体运动时，称“工人阶级”。社会史家的考察对象不限于产业工人，也可能是农民或手工业
者; 欧洲传统手工业者又可分为自己掌握生产资料的作坊师傅，或者在家从事手工劳动，从承包商那里领取工资的“无产阶级”，
所以统称为“大众阶级”。总体而言，在露易丝·蒂利的作品里面，“大众阶级”是比较规范化的表达，泛指中下阶层的劳动者，但
有时在口语之中以“工人阶级”代称，也是常见现象。
Joan W. Scott，“Writing Women，Work，and Family”，p. 116.
Joan W. Scott，“Writing Women，Work，and Family”，p. 114.
Edward Shorter，“Female Emancipation，Birth Control，and Fertility in European History”，p.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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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① 作为女性主义者，她们此时年轻气盛，正准备在史学领域一展身手，以“她史”( her-story) 来
替换男性中心的“他史”( history) 。作为专业的劳工史家，她们“对妇女参加工作的漫长历史是熟悉
的”。② 为了反驳肖特，蒂利与斯科特合作出版专著《妇女、劳动与家庭》，对相关问题进行系统论
述。③ 该书系统考察了 1700—1950 年英、法两国的社会经济史，把妇女放回到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结
构中加以考察。综合考虑劳动妇女在工业革命前后经济角色的变化后，蒂利和斯科特得出了截然有
别于肖特的结论，她们认为: 导致 19 世纪工业城市非婚生率增长的并不是所谓的“性解放”，而是进
城务工的农村女孩失去原生家庭社会关系的保护，被迫暴露在性剥削的风险之下。④

在传统社会关系中( 例如在乡村社区和都市工匠群体中) ，家庭能够向那些对自己选择的配偶表

现出反悔倾向以及对成婚犹豫不决的青年男子施加巨大的压力，而失去双亲或者远离家门的年轻女

性，则失去了这一保障。生养非婚生子女的，往往正是那些与自己的原生家庭失去联系的女性。例
如，“都市中的年轻女佣公开受到雇主和她们相遇的男子的性剥削，已属家常便饭……在家庭佣工
中，非婚生子和弃儿的比例达到了最高点……这些女子无法呼吁双亲、宗教团体乃至社会权威机构
协助她们迫使诱奸者履行诺言。”⑤换言之，工业化是造成妇女失去原生家庭社会关系保护的因素之
一，薪资劳动并非对所有女性都意味着解放。
细究肖特与蒂利、斯科特的争论，可以发现显而易见的性别视角差异。肖特更多地是从女性解

放的理想主义出发来解读欧洲历史上工业城市的非婚生现象，而蒂利和斯科特则立足于女性的日常

经验，设身处地体察女性的处境。对她们来说，传统父权对女性既是一种束缚，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
作用。“解放”和“保护”，历来都是美国女性主义的两难。反映在妇女史的书写之上，则成为南希·
科特和伊丽莎白·普拉克所概括的“抬高”( boosting) 和“放低”( knocking) 。⑥ 此二者均为女性主义
的基本方向，前者强调女性的力量和成就，后者则更多地表现女性被父权制剥削和束缚的一面。如
果女性是强大的，那么她们必定能够巧妙地借助天时地利，来改善自身的处境; 但女性同时也是被约

束和剥削的对象，由于父权制的长期存在，致使大量女性无法获得全面发展，被迫在经济和政治上依

附男性，寻求父权制的保护。
因此，无论是强调妇女的主观能动性，还是强调妇女脆弱的一面，都符合女性主义的逻辑。但无

论强调哪一面，都需要综合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肖特认为工业革命给妇女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雇佣
机会，从经济上解放了她们，也顺理成章地导向了人身的解放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性解放。这一解释
逻辑可能受到了贝蒂·弗里丹的影响。弗里丹是 20 世纪美国第二波女权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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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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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Louise A. Tilly，Politics and Class in Milan; Joan W. Scott，The Glassworkers of Garmaux: French Craftsmen and Political Action in a
Nineteenth-Century C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Joan W. Scott，“Writing Women，Work，and Family”，p. 114.
Louise A. Tilly ＆ Joan W. Scott，Women，Work and Family. 本文采用劳特里奇出版社( Ｒoutledge) 的 1987 年版本。另参考中译
本: 露易丝·A. 梯利、琼·W. 司各特:《女性·职业·家庭》，陈若星、陈山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这一观点并非该著首推，而是蒂利、斯科特与密歇根大学的数十位研究生反复商讨的结果。她们在 1973—1977 年期间共同合作
推出了两篇论文和一本专著。论文为: Louise A. Tilly，Joan W. Scott ＆ Miriam Cohen，“Women's Work and European Fertility
Patterns”，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 6，No. 3，1976，pp. 447 － 476; Joan W. Scott ＆ Louise A. Tilly，“Women's
Work and the Family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 17，No. 1，1975，pp. 36 － 64。专
著《妇女、劳动与家庭》的主要观点在两篇论文之中已有部分呈现。
露易丝·A. 梯利、琼·W. 司各特:《女性·职业·家庭》，第 54 页。
Nancy F. Cott and Elizabeth H. Pleck，A Heritage of Her Own: Toward a New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Simon and Schuster，
1979，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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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出版呼吁妇女解放的专著《女性的奥秘》，①引发了第二波女权运动的热潮。该书表达了居住
在美国城市郊区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不满和无奈: 囿于社会观念，她们被迫困守在家、相夫教子，
而无法通过就业来实现个人价值。弗里丹借此呼吁社会关注女性的精神追求，打破传统男主外、女
主内的性别格局，解放女性，实现性别平等。
对美国郊区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却只能屈于家中的“绝望主妇”来说，雇佣劳动的确意味着解放，

但并不是所有女性都能单纯凭借从事雇佣劳动来获得解放。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思想家贝尔·胡克
斯( bell hooks) ②提醒人们注意，在弗里丹撰写《女性的奥秘》的时候，至少有 1 /3 的美国妇女处于就
业状态。③ 她们并没有因此而实现所谓的“解放”。弗里丹的女权主义观念逐渐被认为缺乏阶级和
种族视角，她的表述只能代表 20 世纪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情况。
作为代表底层视角的社会史家，蒂利和斯科特显然也不会赞同肖特把弗里丹的观念套用到 19

世纪工人阶级妇女身上的做法。她们认为，“工业革命和薪资劳动给妇女带来解放”这一立论本身是
有问题的，因为参加工作对妇女来说并不是一种现代体验。大众阶层的劳动妇女向来在经济生活中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例如，在欧洲前现代的家庭经济中，所有的家庭成员无论男女老少，都必须
各安其位、各司其职，通过分工与协作，完成家庭的生产任务，努力维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而丈夫
和妻子，往往是家庭经济的两个轴心。通常来说，丈夫可能更多地从事农业劳作，妻子则负责家庭消
费品的生产，例如制造奶酪、织布、制衣、烹饪等，同时也负责打理院子里一方小小的菜地，照顾家禽
或家畜等。概言之，在工业大生产来临以前，家庭便是最基础、最重要的生产单位。以家庭为单位的
生产形态，缺少丈夫或者妻子任何一方，都可能会造成一家生计的难以为继。因此，劳动给传统社会
的家庭妇女带来了一定的尊严和权力，“妇女在‘传统’家庭中并不是毫无权力的。”④

进入工业社会后，妇女并没有一开始就进入工厂，在工业革命早期，妇女更多地是从事那些与自

己的传统职责相类似的职业，比如纺织、制衣或家庭仆佣。肖特认为年轻女性进城务工和“性解放”
的行为，体现了个人主义对传统父权的反抗，但蒂利和斯科特却发现，绝大部分女孩是被父母送进城

去务工的，她们的工作，代表了一种家庭经济传统的延续。在传统家庭经济中，当资源有限、家庭成
员太多时，父母往往会把孩子送到外面去谋生，以节省家庭开支。例如，送女孩到其他需要人手的家
庭当仆佣，或者送男孩去手艺人的作坊当学徒，等等。因此，送孩子去城市谋生，反映了一种久已存
在的家庭策略。年轻女性进城务工，本身就是为了帮助自己的家庭增加收入，是履行作为成年子女
家庭责任的一种表现，而不是特意为了与原生家庭决裂，因此，很难称得上是一种主动寻求“解放”的
行为。就此而言，宣称“工业革命给妇女带来解放”显得过于简单粗暴。⑤

这里我们注意到，蒂利和斯科特在强调妇女的经济贡献的时候，采用的是“抬高”策略，而只有当
她们涉及非婚生子问题的时候，才转向“放低”态度。她们既不片面强调女性受压迫和剥削，也不一
味吹嘘妇女的非凡和卓越，而是辩证地看待“解放”和“保护”之间的矛盾，灵活巧妙地处理经济和社
会结构给妇女造成的制约同妇女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肖特在论文中批评以往的人口学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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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Betty Friedan，The Feminine Mystique，Norton，1963.
bell hooks，原名 Gloria Jean Watkins，bell hooks是其笔名，借自其曾外祖母 Bell Blair Hooks。为了区别于后者，“bell hooks”二词均
以小写字母开头。https: / / ethics. org. au /big － thinleer － bell － hooks /［2021 － 04 － 03］
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 从边缘到中心》，晓征、平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 页。
Louise A. Tilly，Joan W. Scott ＆ Miriam Cohen，“Women's Work and European Fertility Patterns”，p. 452.
Louise A. Tilly，Joan W. Scott ＆ Miriam Cohen，“Women's Work and European Fertility Patterns”，p. 454．



史学理论研究 2021 年第 5 期

关心总体的生育率，而不在乎大众生活的细节。① 他有志将人口学方法与妇女史书写进行一番结合，
通过数据统计与分析来推断女性的性行为模式，发掘更多历史的生动细节。但由于他没有从社会经
济形态和家庭结构的角度来思考妇女的性行为和生育模式，仅仅基于数据来进行推断与想象，便难

以令人信服。
由此可见，若对欧洲近现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和家庭结构不够熟悉，便无法准确地定位妇女的经

济角色，而若是对妇女在家庭经济和社会生产中扮演何种角色毫不关心，也无法写出一部全面反映

历史真实的社会经济史。蒂利和斯科特既有扎实的社会史功底，同时又能站在女性的角度设身处地
思考妇女的处境。这也是为什么兰克一面强调史料批判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却也为主观和“移
情”留出一定空间。从“移情”的角度讲，蒂利和斯科特的性别身份为她们提供了一定的优势。
在《妇女、劳动与家庭》出版之后，斯科特转向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于 1986 年发表著名的文章

《性别: 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②掀起了妇女史领域的性别革命。而蒂利则一直驻守社会史的
大本营———密歇根大学所在地和美国社会科学协会创始地安娜堡( Ann Arbor) ，继续深耕女性主义
社会史，进一步巩固和夯实家庭经济史范式。

二、露易丝·蒂利与家庭史研究的深化

蒂利和斯科特在回应肖特观点的过程中，开创出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史研究方法，考察家

庭为了维持生产与消费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聚焦于女性的家庭经济角色。由于斯科特已转向性别
史，家庭史研究的深化便主要落到蒂利头上。在 1979 年的《法国无产阶级的个人生活与家庭策
略》③一文中，露易丝·蒂利以“家庭策略”分析为中心，考察了法国北部两个地区阿韦讷莱索贝尔村
( Avesnes-les-Aubert，以下简称阿韦讷) 与工业城市鲁贝( Ｒoubaix) 从 1870 年到 1914 年间的无产阶
级④生活。“家庭策略”通常包括迁徙、生育、教育、参加工作、是否与孩子同住、结婚年龄等范畴。⑤

以“家庭策略”为中心的研究聚焦于大众阶层的劳动者在面临经济和社会结构性变动之时，如何以家
庭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为考量，做出理性的抉择。结合个人传记和集体史料，蒂利考察对比了两个地
区的经济结构和家庭策略的异同，分析人与社会经济的动态关系。
阿韦讷的居民主要靠家庭纺织业为生，鲁贝则是一个繁荣的工业城市。随着规模化的纺织工业

的兴起，阿韦讷的传统家庭纺织业开始受到冲击，当村民发觉生计越来越难以维持之时，便开始了季

节性的劳动迁徙———前往几百英里外的诺曼底或巴黎地区从事甜菜种植，领取薪资报酬以补贴家
用。以桑泰尔奶奶( Mémé Santerre) ⑥一家为例，他们每年从 5 月到 11 月在诺曼底的农田劳动，其他
时间则在自家的小屋里纺织。当地人的家庭经济生活大多如此，由家庭纺织和田园劳动两部分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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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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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 Shorter，“Female Emancipation，Birth Control，and Fertility in European History”，pp. 605 － 606.
Joan W. Scott，“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Ｒeview，Vol. 91，No. 5，1986，pp. 1053 －
1075.
Louise A. Tilly，“Individual Lives and Family Strategies in the French Proletariat”，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Vol. 4，No. 2，1979，
pp. 137 － 152. 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也在于，它是露易丝·蒂利第一次对“家庭策略”的研究方法进行系统阐述。
因两地居民均以薪资劳动为生，蒂利称之为“无产阶级”。
Louise A. Tilly，“Individual Lives and Family Strategies in the French Proletariat”，p. 139.
桑泰尔奶奶的传记是露易丝·蒂利用来研究法国无产阶级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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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全年无休。
在这种经济模式下，阿韦讷人多维持较大的家庭规模，养育更多的子女，通过增加劳动人口的方

式增加收入。当然，在孩子成长到可以帮忙干活之前，父母往往还需要等上数年。因此，这类家庭往
往是贫困而脆弱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为了维持既有的生活方式而勉力做出的调整延缓
了家庭手工业的最终崩溃，使得当地的家庭纺织业一直维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

战爆发。
鲁贝早在 19 世纪 20 年代便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棉纺织中心。到 60 年代，城市因羊毛纺织而

繁荣起来，吸引了周边村庄的移民前来谋生。1872 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一半以上的纺织工人为女性，
其中 81%是未婚女性，只有 17%已婚。在鲁贝的无产阶级之中，已婚女性通常在家从事家务劳动，
为挣工资的丈夫和孩子提供家庭服务。儿童依旧是薪资劳动队伍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较少接受教
育。到了 1906 年，鲁贝的家庭策略开始对变动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做出反应: 强制性的儿童教育和童
工法的实施，把很多儿童从工厂转移到学校; 成年男性的工资提高了，不再需求大量的儿童劳动; 随

着生育率下降，更多的已婚妇女走出家门，参加薪资劳动。
不同的经济形态往往催生出不同的家庭策略。以结婚年龄为例，阿韦讷的结婚年龄相对较低，

人们迫不及待地组建新的家庭并生儿育女，为家庭增加新的劳动人口，以此对抗贫困。而在鲁贝，组
建新家庭并非生产的必须，因此结婚年龄一般比前者更晚一些。再加上工业城市住房紧张，组建新
家庭需要置办婚房，成年子女婚前可与父母同住，推迟结婚年龄因而成为一个更普遍的选择。
在不同的家庭策略当中，妇女扮演的角色往往是不同的。在阿韦讷地区，妇女和所有家庭成员

一道，参与家庭纺织业的生产。而在鲁贝地区，一开始进入工厂参加劳动的多为年轻女性，女性婚后
则回归家庭，从事家庭服务; 随着时间推移，已婚女性参加劳动的概率显著增加。
露易丝·蒂利的“家庭策略”分析包含三个基本要点: 1. 大量考察和批判集体史料; 2. 以个别传

记史料补足集体史料的缺失; 3. 向妇女的经济和社会角色投去特别的关注。但这种研究方法也存在
一定的弊端: 以家庭为单位的考察，如何能够反映妇女的个人处境? 来自妇女学界的批评者指出，妇

女个人的利益，往往并不与家庭的利益完全一致; 家庭经济史研究如何反映家庭内部不同成员之间

的利益冲突呢? 1981 年，马克思主义女性史家海蒂·哈特曼发表了回顾和反思家庭史研究的文章，
清晰有力地指出了这一点。①

蒂利和她的学生米莉安姆·柯文为此辩护道: 首先，多数女性主义历史学家都愿意把妇女放在
阶级、年龄和族群背景之中加以考察，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标志着群体共同利益的存在; 为什么家庭
就不能是一个女性与其他人拥有共同利益的标志呢? 其次，她们还提醒人们注意，“冲突”不等于
“利益冲突”，研究家庭的矛盾与不和，对于了解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不一定有很大的帮助。家
庭史研究能够为理解女性的生活提供一个基础，但是具体到女性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冲突，关键的问

题还在于“有什么史料可用，以及应该如何评估它们?”②

蒂利和柯文在此也隐晦地承认了史料的限制。社会史家一般使用人口普查、出生、婚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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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di Hartmann，“The Family as the Locus of Gender，Class，and Political Struggle: The Example of Housework”，Signs，Vol. 6，No. 3，
1981，pp. 366 － 394.
Louise A. Tilly ＆ Miriam Cohen，“Does the Family Have a History? A Ｒeview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amily History”，Social Science
History，Vol. 6，No. 2，1982，pp. 162 －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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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医疗档案、犯罪记录等群体史料，通过比对这些史料，再结合少量的工人阶级自传，便能勾勒
出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具有典型性的家庭策略选择。妇女是塑造家庭生活的重要力量，家庭决策
的出台，往往也缺少不了女性的参与。因此，社会史取径的家庭史研究，能够间接地反映妇女的意
志，却往往无法用来说明妇女“个人有意识的思考”。①

由于缺乏妇女个体的视角，家庭史范式便容易招致这样的批评———家庭史研究者没有能够很好
地展现妇女的主体性。这里便涉及一个问题，即妇女的主体性应该如何理解? 20 世纪 80 年代，以重
视个体经验为特色的文化史和微观史悄然兴起，文化史取径的家庭史研究常常以资产阶级妇女为中

心，考察女性主义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之间的关系。因此，上述对蒂利的批评，也显得顺理成章。然
而，露易丝·蒂利并不认为劳动妇女存在资产阶级妇女那样对“个人自主”的追求。她说，来自农民
家庭和手工业者家庭的妇女，乃是“为家庭单位的利益而行动，而不是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者那样，
视自身为有自主需求的个体”。② 在她看来，妇女个体为了家庭整体利益而积极、勇敢、灵活地应对
种种困难与挑战，便能够体现出劳动妇女之为人的主体性。人性的伟大与刚健，也恰恰是在结构性
的制约之中才能凸显出来，换言之，蒂利把妇女的主体性理解为“主观能动性”( agency) 。据柯文反
映，蒂利经常引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句格言: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
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
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③

蒂利并没有放弃“家庭策略”分析，但是为了更好地反映妇女的意志，她开始把“家庭策略”分析
运用于更加广阔的领域，比如工人阶级的集体运动研究。妇女史一旦与社会史结合，一个无法回避
的问题便是如何看待女性劳工在工人阶级斗争之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男性史家的笔下，女性劳工在

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常常是无足轻重的。这给人造成了一种女性天生便柔弱、驯服的刻板印象。
蒂利认为，妇女参与社会运动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在《通往无产

阶级的道路》④一文中，蒂利考察了不同职业劳动者的家庭结构，通过对比妇女在不同职业家庭结构
中的不同处境，分析她们在工运之中参与度不尽相同的原因。她发现，在家庭手工业中从事生产的
女性，一般很少参与社会运动。并非只有产业工人参与罢工，家庭手工业者也会进行罢工，但通常是
男性参与，在游行示威中，男人往往会带着自己的儿子，但不会带上妻子和女儿。这主要是因为家庭
手工业尚未形成生产与家庭的分离，从事家庭手工业的生产者，并未脱离传统的社会关系。在传统
的社会关系中，成年男性往往是一家之长，是家庭利益的总代言人，罢工这种行动，一般不会派女性

去参加。
法国里昂郊区有一类寄宿制丝织作坊，年轻的未婚女子在修女的监管下劳动。严厉的监管、高

强度的劳作，使得女工丧失了与其他工人形成串联的机会，社会联系也因此被切断。所以，寄宿制作
坊的女工，也不倾向参与罢工。
在煤矿和冶金区，妇女较少涉足生产领域，而主要在家司职“再生产”，为那些需要去挣工资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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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e A. Tilly ＆ Mariam Cohen，“Does the Family Have a History? A Ｒeview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amily History”，p.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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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e A. Tilly，“Paths of Proletarianization: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Sexual Division of Labor，and Women's Collectiv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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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成员( 通常是丈夫与儿子) 提供支持。但令人意外的是，她们参与罢工的机率反而更高。露易丝·
蒂利通过案例研究发现，法国昂赞( Anzin) 采矿公司采用一种父权制的管理结构，不但壮年男性受雇
于煤矿公司，他家中的年轻男孩和年长男性，也一并受雇于该单位; 公司还为员工提供住房等福利。
如此一来，一旦男工出现在罢工队伍中，那么他的家庭可能会同时失去好几份薪资。因此，在男性不
好直接与雇主对峙的时候，女性便挺身而出。①

总体而言，女性参与罢工的几率无法与男性相提并论，而未婚女性由于原生家庭和传统父权的

束缚，其参与度也不如已婚女性。另外，工业化早期，女工参与工人运动的几率也比工业化成熟时期
小。蒂利推测，随着工业化的深入推进，加入薪资雇佣队伍的已婚妇女人数会越来越多，她们能够与
其他女工结成牢固的联盟。因此，女性参与罢工的几率，也会相应地增加。
除此以外，身处不同的职业家庭，也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由于不同职业的生产组织方式不

同，女性身处其中所受限制也就不尽相同。露易丝·蒂利研究发现，妇女是否参与集体运动往往取
决于家庭利益，而不单纯是个人利益。妇女参与罢工的频率较少，并非因为她们天生软弱，而是她们
所处的位置往往并不鼓励她们出来“抛头露面”。但是，一旦家庭需要她们挺身而出，她们从来都不
假思索。②

总体而言，“家庭策略”分析运用于历史研究，主要是有利于我们理解妇女的社会关系。在蒂利
那里，妇女总是被放在家庭这个利益共同体中理解，的确无法凸显妇女的个人利益。但实际上，关注
妇女的利益，并不一定要采取个体视角。20 世纪 80 年代，吸纳了父权制理论视角的社会史研究，便
能够在群体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妇女与男性的利益冲突。例如，在《父权制的稳定: 19 世纪英国男性
养家人薪资规范的构建》一文中，沃利·塞科姆考察和分析了 19 世纪英国男性工人与资本家共同塑
造出来的男性“养家人”( breadwinner) 神话: 以男性为主导的工人运动，以“男性为一家之长，需养家
糊口”为由，向雇主索要合理报酬; 资本家则以削减女工工资、收紧女性雇佣市场来应对，造成妇女更
加依附于丈夫的工资，奠定了工资制度的父权制结构。③

尽管对露易丝·蒂利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妇女的利益同盟”和“妇女的利益冲突”作为看待问
题的两个视角，缺一不可。

三、“社会史危机”中的露易丝·蒂利

进入职业生涯的中后期，露易丝·蒂利越来越频繁地扮演“守护者”的角色。大致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以露易丝·蒂利为代表的社会史家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来自新文化史的冲击。60 年代
兴起的西方社会史肩负着书写底层劳动者生活史的使命，挑战了此前由精英阶层的“绅士史家”所写
的传统政治史和军事史，改变了历史书写的面貌。但是到了 80 年代，社会结构和政治形势又发生了
新的变化———保守主义的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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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分别执掌英美两国政府，在他们的领导下，西方社会进入一
个经济与社会政策、文化价值与政治实践趋于保守的时期。静坐运动、游行示威、街头政治等激进形
式逐渐消失。包括女性主义学者等带有激进主张的学者，也纷纷开始退入学院体制内，一部分人开
始尝试以认识论的激进化来取代社会活动的激进，这就是后来的语言学转向和后结构主义等后现代

流派产生的时代背景。以露易丝·蒂利为代表的社会史家，一方面开始感受到保守主义的政治气候
和社会氛围的凝聚，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来自激进主义认识论流派和新兴历史学派的冲击。一部分史
家，如劳伦斯·斯通，厌倦了社会史冗长而琐碎的结构分析，呼吁“叙事史”的回归; ①激进主义认识
论者则希望以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变革来重拾历史学的批判锋芒，并回应新的时代议题。②

蒂利一方面从左派意识形态出发，致力于维护女性主义社会史所代表的女性主义和平民主义价

值观; 另一方面从方法论着手，为社会史的经验主义方法论辩护。
当露易丝·蒂利遭遇“社会史危机”的时候，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正好进入她的视野。斯通是

“社会史危机”论战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在 1979 年发表的《叙事史的回归》之中，他代表叙事流派对
社会史的计量和分析流派发起攻势。而在露易丝·蒂利眼里，斯通的贵族史和文化家庭史研究明显
流露出一种精英主义倾向，遂将其视为精英史学的代表，试图通过批判他的作品和观念来捍卫美国

社会史的平民主义价值观。③ 斯通的家庭史研究描绘出以温和的父权、温情脉脉的情感氛围，以及对
私密性的渴望为特征的中产阶级家庭文化; 这种家庭价值自上而下地传播和普及，最终成为英国现

代家庭的标杆。斯通的作品透露这样一种历史解释逻辑: 一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乃由精英阶级来开
创，随后才自上而下地传播、普及到平民阶层中间。④ 实际上，E. P. 汤普森的研究早已表明，劳动人
民有着自己所创造的一套文化体系，精英与平民各自属于不同的文化层。⑤ 因此，斯通那种自上而下
的历史解释尤其令露易丝·蒂利不满。她和查尔斯·蒂利认为，斯通家庭史研究的前提假设“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成长起来的平民主义、追求科学的家庭史相违背”，而斯通的书“属于近期对社会史全
体的科学和平民主义所做出的反动”。⑥

此时进入蒂利视野的，还有另一位文化史家克里斯托弗·拉什。拉什是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一
名历史学教授，擅长运用精神分析理论研究现代家庭史。他把现代家庭冲突不断、婚姻变得脆弱、父
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变得剑拔弩张等问题归因于父母角色的缺位。他控诉资本主义的社会机构( 医
生、心理咨询师、教师、儿童指导专家、少年法庭等) 对传统家庭职能的侵蚀。在现代美国，社会养育
机制部分地取代了家庭的传统职能，造成儿童和青少年对权威的漠视。拉什按照精神分析理论的模
型来诊断现代家庭的痼疾，宣称现代的社会养育机构剥夺了孩子经受俄狄浦斯情结的机会，才导致

了种种家庭问题。按照精神分析理论，孩童在成长的过程中只有经受俄狄浦斯阶段，才能褪去婴儿
的全能幻想，获得正确的性别心理和社会角色认同。按照拉什的解释，由于现代的孩童缺失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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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rence Stone，“The Ｒevival of Narrative: Ｒ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Past ＆ Present，Vol. 85，No. 1，1979，pp. 3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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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p. 4。除性别史外，其他类型的激进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参见
Keith Jenkins，ed. ，The Postmodern History Ｒeader，Ｒoutledge，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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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Tilly ＆ Louise A. Tilly，“Stalking the Bourgeois Family”，p.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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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因此，他们只会永远停留在婴儿全能自恋的阶段，这便是造成家庭和社会问题泛滥的根源。①

然而对女性主义者来说，正是越来越成熟的社会养育机制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庭责任中部分地解

放出来，使得她们可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身于各行各业，从而获得个人价值的实现。尽管拉什本
身不一定是绝对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但他对现代家庭的贬斥和对传统家庭结构的维护，的确受到

许多保守主义者的褒扬和赞同，因此，也就受到不少女性主义者的批评。②

此时，露易丝·蒂利的家庭史范式已基本定型，拒绝再吸收新兴的文化史元素。因此，她只能把
文化史理解为“保守势力的反扑”，对文化史方法充满了不信任，一再地试图揭露文化史与保守倾向
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在与激进主义流派的论战中，露易丝·蒂利遇到了她早年最重要的合作者
琼·斯科特。
斯科特在《性别: 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一文提出“性别史”( gender history) 的理论和方法论

构想，同时也宣布了自己与社会史的“决裂”。斯科特与蒂利的矛盾主要集中于一点，那就是妇女史
研究需要在多大程度上与既有的社会科学理论框架保持距离? 斯科特在文章中回顾了妇女史与父

权制理论、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结合所取得的成果，同时也指出妇女史家对既有理论的运用，妨
碍了她们进一步开拓女性主义的事业。斯科特希望女性主义史家能够拥有自己的理论，因此才提出
“性别”作为历史分析的一个“有用范畴”。
斯科特把女性主义社会史归为“描述史”，认为它仅仅停留在对妇女经验的描述上，而无法在理

论上进行统筹，形成足够的批判力量。社会史倚重结构分析，把人变为经济的一种“副产品”，而无法
体现人的主观能动性。斯科特还把女性主义社会史家戏称为“结合主义者”( integrationist) ，意指女
性主义社会史无法突破男性社会史家搭建的理论框架，脱离不了男性定义的问题意识，失去了妇女

的主体性。③

蒂利针锋相对地指出，斯科特理论先行、轻视经验的取向，才是实实在在地消灭了人的主观能动
性。包括后结构主义在内的解构主义理论试图消灭历史的经验和实证根基，这是蒂利坚决无法接受
的一点。④ 蒂利在很多场合都强调，妇女史研究一定要回应那些历史学界业已存在的“大问题”，例
如，阶级的形成、原工业( proto-industry) 的兴起和衰落、劳动的性别分化，以及社会福利制度变化的背
景、形式和服务对象，等等，唯有如此，才能够让妇女史逐渐进入主流史家的视野。⑤

除了蒂利之外，对斯科特的后结构倾向提出质疑和批评的妇女史家还有很多，这里试举几例。
琼·霍夫开宗明义地表示，后结构主义并不适合妇女史，甚至发出了后结构主义会造成妇女史“瘫
痪”的警告。⑥ 琳达·戈登在为斯科特的文集所写的书评中，对斯科特主张的语言学分析方法提出
质疑。戈登认为，语言学分析不会自动地导向性别问题，历史学家应该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而这些问
题意识需要从经验史的研究中来，而非来源于理论。换言之，戈登同样坚持历史学的经验主义根基。
她认为，历史学从其他学科借鉴理论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史学的发展，但理论本身并不能解决具体

91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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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问题。① 可以发现，很多妇女史家都担心妇女史本身遭遇解构的命运，她们相信女性主义的合
法性就建立在妇女过往的经历之上，这便是她们选择维护历史学的经验主义根基的根本原因。
从美国当代史学发展的广角看，斯科特所主导的“性别转向”构成了社会史与新文化史、后现代

主义之间范式转变的一部分。尽管蒂利与斯科特在争论之中相持不下，但最终她们谁也没有获得绝
对的胜利。蒂利所代表的女性主义社会史依然是妇女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斯科特所主导的性别史则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开始有了长足发展，延续至今。二者合称“妇女与性别史”。尽管妇
女史和性别史背后各有一套不同的治史方法论，但这两者仍然共享着女性主义的问题意识。

四、“危机”之后的女性主义社会史

蒂利对社会史的忠诚守护未能阻止社会史等结构主义史学在美国史学界主导性地位的丧失。
1995 年，帕特里克·乔伊斯提出“社会史的终结?”的命题。② 不过，蒂利对社会史的忠实与捍卫，并不
仅仅是出于社会史家守成的目的，她对后现代流派的拒绝和批评，实际上包含着向历史虚无主义宣战

的意味。虽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学界解构主义风行，但是，历史学始终存在一个经验主义的根
基，不可能在认识论上激进到底。80 年代末，社会史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往日作为学界主导范式的
地位，但蒂利还是于 1993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并发表捍卫社会史的主题演讲《联结》。③

1994 年，乔伊斯·阿普尔比、林·亨特和玛格丽特·雅各布发表《历史的真相》，梳理了美国史
学发展的始末，表达了对历史学实证根基的支持。④ 众所周知，林·亨特是美国新文化史的旗手，但
亨特却能够在历史的经验和实证根基方面与露易丝·蒂利达成共识。林·亨特所代表的美国新文
化史诞生于文化保守主义与认识论激进主义的张力之间。她在《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
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两本著作中显示了一针见血的微观权力分析功力，透露出其与福
柯学说的密切联系，⑤但林·亨特不是一名彻底的解构主义者。在吸收后结构流派的分析手法的同
时，她力图捍卫历史学的实证基础，反对历史认识论无限制的激进化，保持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警惕。
美国史学至少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就形成了一定的相对主义基础。⑥ 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以

后，黑人、有色人种、移民、同性恋、妇女等多种多样的身份认同被塑造起来，争相书写服务于自身意识形
态的历史文本，以便对抗白人男性的文化霸权，这就为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解构主义留出了一定的

空间。但是，即便是代表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和妇女的史学流派，也不可能全盘接受解构主义。因为，
解构主义在八九十年代美国思想界的火热，主要是出于解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话语霸权的需要，但若

过度滥用，就会引火自焚，瓦解自身的立场和身份认同。在美国当代身份政治的框架下，强调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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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k Joyce，“The End of Social History?”，Social History，Vol. 20，No. 1，1995，pp. 73 －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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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 Ｒevolution，Ｒoutledge，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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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对过往和当下的被压迫经历的强调。但是，身份认同同时也是反抗的立足点。如果没有一定的实
证基础，基于经验、立场和身份认同的意识形态团结，也不可能维持。换言之，有限度的解构，能够为历
史研究带来新鲜血液;而无限制的激进主义，则会破坏政治团结的基础。
如此看来，1993 年的露易丝·蒂利刚好站立在历史学界主流的政治和学术共识之上。作为一种

方法论的社会史也许会逐渐变得不那么盛行，不再占据史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但社会史所代表的实

证理念，却无法轻易为历史学家所摒弃。
社会史并没有终结。事实上，露易丝·蒂利的学生、社会史家玛丽·乔·梅恩斯更倾向于认为，

社会史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与文化史逐渐走到了一起。① 梅恩斯本人仍旧以女性主义社会史家自居，
但她的研究相较于露易丝·蒂利，无疑吸收了更多文化史的元素。例如，在史料的选择和使用方面，
蒂利的“家庭策略”分析仍以集体史料为基础，个人传记的作用仅限于补充集体史料的不足，而梅恩
斯则加大了对工人阶级传记的使用力度。她从 80 年代开始做工人阶级传记研究，1995 年出版专著
《坎坷之途: 工业化时期法国和德国工人的生命历程》，该书的主要史料来源于 93 本法德工人
自传。②

此外，叙事风格的差异也能体现出两者的区别。梅恩斯受到 20 世纪 80 年代“叙事史”回归的影
响，其书分章节讲述法德工人一生的故事，每个章节都包含工人阶级生命历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如

童年、上学时期、离开学校参加工作、成年生活等。这些并不是一个人的经验，而是从群体经验之中
概括出来的一个普遍模式。因此，梅恩斯既突出了人作为经验主体的角色，又保留了社会史家重视
群体经验的特色。梅恩斯开玩笑地表示自己是一个“精神分裂主义者”，③意指她一面继承了露易
丝·蒂利的衣钵; 一面也顺应了学术大潮的基本走向，吸收了文化史的一些理念和方法。
梅恩斯在妇女史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研究“女孩”，即步入婚姻生活之前的青少年女性。④ 无

论从家庭角色还是法律地位上讲，女孩都有别于成年已婚女性。“妇女”不过是一个笼而统之的概
念，妇女的一生实际上可以细分出不同的阶段，扮演不同的角色。年龄和性别之间的交织，造就了新
的历史主体。斯科特提倡的“性别史”包含着重要的“差异”概念。⑤ 它尤其强调，“妇女”并不是铁板
一块，而是存在着诸多内部差异，例如可细分为女孩、已婚妇女、老年妇女、少数族裔妇女、女同性恋、
第三世界妇女等多个范畴。梅恩斯的女孩研究某种程度上也回应了斯科特对妇女与性别史的某些
期待，推动了妇女与性别史的发展。
当然，社会史家和后结构主义者始终存在区别，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差异”( 阶级、种族、族

群、宗教、国别、年龄等) 的关注的确是妇女与性别史学界的总体特征，但社会史家可能会问:“这类差
异如何参与塑造了妇女的一生?”后结构女性主义史家则会问:“这些差异是如何被构建出来的? 体
现出怎样的权力关系?”出于不同的认识论逻辑，她们的考察方式也会不同。不过，也有部分史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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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巧妙地糅合两种史学范式，例如波尼·史密斯在《历史的性别》一书中对 19 世纪男性史家成长历
程的考察，便综合了经验研究和权力分析两种方法，体现出社会史与后结构主义的双重影响。① 越来
越多的女性主义史学家把两种方法论都内化到她们的研究之中，只是更偏向哪一方，则视个人偏好

和研究所需。
2014年，露易丝·蒂利的学生、同事和朋友们汇聚一处，纪念和表彰她为女性主义社会史所作的贡
献。这组题为《代际视角中的露易丝·蒂利》的稿件发表在《社会科学史》杂志上，稿件作者多为社会史
家，但斯科特也应邀撰文，写下当年她与露易丝·蒂利合作《妇女、劳动与家庭》的经历。② 此外，蒂利
与斯科特当年主要通过通信交流合作细节，如今，这批信件连同蒂利的手稿已被作为档案保留在布

朗大学的彭布鲁克女性教学与研究中心( Pembroke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Ｒesearch on Women) 。该
中心由一批文学理论家和斯科特创立于 1981 年，至今仍秉持性别研究的理论取向，但它能把一位社
会史家的档案收入其中，表明露易丝·蒂利在女性主义史学上的贡献已得到广泛认可。

结 语

露易丝·蒂利最初受训成为一名社会—劳工史家，之后受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风起云
涌的激进主义社会浪潮感召，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投入妇女史领域，开创了妇女史领域的社会史流

派。她与斯科特一起向男性主导的主流史学发起挑战，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女性主义学术体系———以
“家庭策略”分析为特色的女性主义家庭史研究。尽管她的学说并不完美，但仍然为妇女史书写和妇
女史的主流化贡献了重要力量。80 年代中后期，琼·斯科特转向后结构主义，发起“性别史”研究，
露易丝·蒂利则坚守社会史阵地，成为女性主义社会史忠实的捍卫者。她所捍卫的不只是社会史本
身，更是社会史所代表的一种历史经验和实证主义根基。
妇女史学界的“性别转向”对应着美国历史学界从社会史到新文化史、后现代主义的范式转变。

从妇女史到性别史的小范围转变，可视为大范式转变的一个部分。但是，新的范式并没完全取代旧
范式，在妇女史学界，“妇女史”与“性别史”合并称为“妇女与性别史”，而女性主义社会史，依然是妇
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社会史今天已不再是历史学界的主导范式，但它仍通过与新文化史
相结合等方式占有一定的地位，为后续的新方法和新理论提供坚实的支持。

( 作者林漫，广西师范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师资博士后;邮编: 541001)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董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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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pted a historiographical paradigm to“revive”ancient Greece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national identity，
which in turn vilified the image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Yet because of its self-contradictory nature in the
narrative logic，this new paradigm of history was not embraced by the public．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the rise of Byzantine studies was a response to the problem of the historical rupture
under the“revival”paradigm，and the Byzantine period became the Medieval stage for Greek national
history，thus establishing the“continuity”of Greek historiography． During the first three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Greek scholars furthered the studies of the Byzantine Empire，so as to perfect the writing
of national history and shape the sense of national pride originated from the Middle Ages． By doing so，they
realized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both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and Byzantine studies．

Jouni-Matti Kuukkanen and Post-Narrativism / / Xia Yuli

Since the 1970s，narrativism has become a powerful trend in academia，replacing“analytic historical
philosophy”and occupying a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of history． However，in the past
few years，as this theoretical upsurge has gradually faded，it is no longer at the center of scholarly
discussion． A group of scholars have begun to explore new research issues． Jouni-Matti Kuukkanen clearly
proposed that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should transcend the approach of narrativism and enter a stage of re-
innovation，that is，the stage of post-narrativism． The“post”in“post-narrativism”does not mean the
complete rejection of narrativism． Instead， it inherits some ideas from narrativism． New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should be based on a reassessment and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se ideas．

Feminism and Social History: A Case Study of Louise A． Tilly / / Lin Man

Louise Tilly is a famous contemporary American feminist social historian． In the 1970s，she and Joan
Scott studied on European family history ，challenging the mal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history school，and
pioneering a family history research path featuring“family strategy”analysis． Their research centered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women's economic role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dustrial Ｒevolution，revealing
the important role women played in the family economy and social economy，and adding a scarce feminist
perspective to the study of social history at that time． After that，Scott turned to gender history research，
while Tilly continued to deepen and improve the field of family history． Since the middle and late 1980s，
Tilly has played the role of “guardian” of social history more， criticizing the emerging trend of
epistemological radicalization in history，and striving to defend the empirical foundation of history．

Bernard Guenée and Studies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Late Medieval France / / Dong Ziyun

In the 1970s，traditional political history faced a great crisis after the rise of the Annales School． At this
critical moment，Bernard Guenée，chair of medieval history at Sorbonne University，proposed a new
framework for studies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late medieval France based on new developments of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history． Guenée argued that new political history should go beyond events and historical
figures to focus on the evolution and structure of power． New political history should examine four level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ocial basis，spatial framework，political actions，and political mentalities． The study
of political mentalities in history also covers the aspects of such as public opinion，political propaganda，
national sentiments， and political ideas． After the 1980s，Guenée's research interest turned to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late Middle Ages，and he regarded it as an important way to study public opinion and
national memory． Under his influence，excellent works by Claude Gauvard，Colette Beaune，Jean-Philippe
Genêt，and Jacques Krynen testify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Guenée's ambitious plan drawn in the 1960s and
1970s and register the revival of studies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late medieval France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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